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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学社测绘调查研究史述略

成　丽
（华侨大学，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摘　要：中国营造学社所进行的古建筑测绘及调查活动是我国建筑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筑史学和

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梳理中国营造学社时期古建筑测绘调查活动的相关史

料及文献，选取突出的历史事件和研究主体，对研究目的、形式和成果进行分析归纳，明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

方法，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以促进对中国古代建筑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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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研究平台

１．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

１９２５年，朱启钤先生以私人名义成立了以研

究中国古代营造学为目标的私人学术团体———

“营造学会”，专门从事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工

作［１］。此后，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

下，朱先生将“营造学会”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

（以下除引文外，均简称“学社”），於１９３０年初开

始工作［２］，由此拉开了中国建筑史学以及文化遗

产保护事业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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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在对营造学和全部文化史关联性的

宏观体认下，为学社制定了周密的研究计划，其

中最主要的思路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进而开

展实物调查①。因此，在学社构建时，他十分明确

地表达了实物测绘研究的思路，并安排了专职人

员，《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以下除引文外，均简称
“《汇刊》”）第１卷第１册《社事纪要》所列常务名

单即有“编纂兼测绘工程师刘南策、测绘助理员

宋麟征”等人。

２．从文献到实物研究的技术路线

学社成立后，朱启钤先生首先确立了由清代

到古代、由清工部《工程做法》到宋《营造法式》、由

文献到实物的技术路线：即以匠为师、参照实物和

文献释读清代建筑，进而以充足的文献研究为基础

展开实物调查，上溯至《营造法式》及宋、唐建筑，直

至探及整个中国营造学体系和文化背景。

朱先生最初聚集了一批以历史学、文献学为

主的学者，首先开展文献研究。１９３２年３月，提

出之后将以实物研究为主的工作计划，并明确指

出实物研究的开展正是初期文献研究“自然之结

果”。他还充满信心的预言：“而此种研究法，在

本社为工作方针之重新认定，而其成绩则将为我

国学术界空前之贡献”［３］。

３．引进建筑专才

学社成立时，其成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为

专职从事研究工作的职员；一为财界、政界、社会名

流、学术文化界、建筑界人士以及营造厂商等古建

专家和外籍学者组成的社员［４］。在学术研究渐次

展开的同时，朱启钤先生在学社成员的构成方面也

煞费苦心，一直关注并积极网罗建筑专业人才，如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学者在学社成立之初，即以参

校的身份出现在１９３０年７月《汇刊》第１卷第１册
《社事纪要》学社成员名单上；刘敦桢先生则以校理

的身份，出现在１９３０年１２月《汇刊》第１卷第２册

的学社成员名单上。这些信息进一步明确了朱先

生研究中国营造学的专业取向，他在积极网罗优秀

建筑专才的同时，也为致力于中国营造学研究的有

志之士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二、梁思成、刘敦桢入社主持工作

１．日本学界的刺激

１９３０年６月，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应邀在学社

演讲，指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应当有充分的文献和

实物调查，同时又特别表达了由日方负责实物调

查、中方负责文献考证的意图［５］。１９３１年５月，另

一位日本建筑史学家关野贞到北京与朱启钤先生

商讨合作事宜，更明确表示只有日方才有能力和经

验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实物测绘和研究［６］２－３。

日本学者的狂妄自诩深深刺激了朱先生，他

感到只有尽快引入建筑学专才和现代科学研究方

法，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才能把中国古代建筑研

究纳入明确的科学体系中。同时为了争夺中国人

研究中国建筑的话语权，在相关文献研究尚未达到

预想阶段之时，朱先生决心加快引进建筑学专才的

步伐，迅速展开实物调查及测绘研究②。

２．力邀梁思成、刘敦桢入职

曾受过国外现代建筑学教育并具有深厚国

学根基的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在正式入职

学社之前都已开始了对古建筑的研究，并有相关

成果见诸于世，引起朱启钤先生的高度重视③。

１９３１年６月，梁先生在学社力邀下离开东北大学

成为专职社员；７月，学社改组并聘其为法式部主

任，表明了开展实物研究的决心。是年夏天，学

社又与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刘先生拟定了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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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①对于实物调查，朱启钤先生早在学社成立之前就曾策划并亲力实施，略如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为学社成立资金资助之事致中华教育文
化基金董事会函中所述：“然个人旅行中之踏查辽金遗物及同志分担之采集资料，于事实上、精神上之进行，固未尝或辍”。引自
社事纪要［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１卷第１册）．１９３０．

②１９３４年，朱先生在设法化解学社经费困难，上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时候，仍对日本学者的觊觎之心耿耿于怀，并由此强调中
国人自主研究营造史的决心：“窃念敝社为我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建筑唯一之机关，数年来对于中国建筑界亦有相当之贡献，而欧美考
古专家引为同调者，发疑问难，及探索材料、交换刊物，莫不认本社为标的。假使一旦停闭，则非但使国内青年研究斯学者感觉参考
材料之断绝，而且使国际上自诩包办东方文化者所快意，此敝社同人所惴惴不甘者也。”引自 本社纪事［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５卷第２期）．１９３４：１２８．

③１９２９年，梁思成先生曾与同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妻子林徽因先生测绘沈阳北陵。参见 曹汛．林徽音先生年谱［Ｍ］／／王贵祥．中国
建筑史论汇刊（第壹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３５１．



同等处实地考查的计划，因时局未能成行，后由

学社派出技师刘南策，带领中大建筑系学生实测

北平智化寺，初涉宋、清过渡实例的明代建筑［７］。

与此同时，朱先生也迅速安排已经入社的梁先生

着手实物测绘，计划当年１１月开展平东辽代建

筑调查，后碍于时局延后至次年春进行①。１９３２
年３月，学社特地聘请刘敦桢先生兼任文献部主

任。７月，刘先生辞去中大教职，前往学社专门从

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３，８］。

朱启钤先生作为学社的领导者，在赏识梁、

刘两位年轻学者才学的同时更委以重任②，为二

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可贵的条件，梁、刘亦

不负朱先生厚望，以高度的敬业精神与卓杰才

华，使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得以大大向前推进。

　　三、“前理解”性的清代官式建筑
研究

　　如前所述，梁思成先生入社主持法式部工作

后，由于时局动荡未遑展开实物测绘，在朱启钤

先生的指导下，转而投入研究清代建筑。按朱先

生的规划，对清代建筑的研究主要也是为了上溯

至明、元、宋、唐，解读《营造法式》，为构建对中国

建筑史框架做准备［９］。

１．以匠为师，沟通儒匠

长期从事工程事务的经历，使朱先生对中国

古代营造学和“匠作传统”有着深刻的体认和发

自内心的尊重。比照中、西方营造传统，他深感

我国传统工程做法在世界建筑史中独具特色，并

意识到古代相关文献与工匠相结合对研究中国

古代营造学的重要性［１０］。加之当时西学东渐之

风日炽，朱先生深惧“西学”冲击中国传统营造

学，致使失传，遂即寻访营造匠师，搜集匠师口耳

相传的珍贵经验与工程籍本，以求保存中国营造

传统［１１］。

朱先生还注意到宋《营造法式》编者李诫通

过梳理历史文献并以“稽参众智”、“勒人匠逐一

讲说”的方式编修该书，在整理匠作技术的同时，

建立了堪称科学的营造体系。受此启发，他为学

社确立了“沟通儒匠，浚发智巧”的使命，以访问

清末大木匠师作为认识古代建筑的途径之一，同

时记录传统技术和工艺；并聘请老匠师绘制大木

结构详图、彩画图样，还设想尽可能利用摄影、留

声机等记录匠师行为，保存匠作工艺传统［１２］。

２．对清代建筑文本的研究

梁思成先生入社后，在朱先生已有大量研究

的基础上③，首先从学习、整理清工部《工程做法》

和匠人抄本、《营造算例》入手，由工匠指导，参证北

京明、清建筑，利用现代建筑投影方法绘制构造图，

释读清代营造术语，在短时间内迅速取得大量成

果④。研究中除了对清式营造法的解释外，还多有

与宋《营造法式》的比对。也正是通过这种比对，梁

先生发现宋、清建筑存在很大差别，并逐渐明确了

调查、测绘明清以前建筑实例的紧迫性［１３］。

与此同时，相关清代建筑研究成果还有刘敦

桢先生负责整理的《牌楼算例》［１４］，王璞子（王璧

文）先生编纂的《清官式石桥作法》［１５］，等等。梁先

生入社前就早已开展的清工部《工程做法补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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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①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８日、２６日，日本侵略者两次策划指挥了天津“便衣队暴乱”，均被东北军组成的天津保安队击溃。按梁先生在《蓟
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所记：“廿年秋，遂有赴蓟计划。行装甫峻，津变爆发，遂作罢。至廿一年四月，始克成行”；以及１９３２
年３月《汇刊》第３卷第１期《本社纪事》记“于预定出发前两日，天津便衣队暴动”推算，梁先生计划出行的日期当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

１０日。

②如１９３２年３月朱先生在《汇刊》第３卷第２期《本社纪事》中所述：“梁君到社八月成绩昭然，所编各书，正在印行。刘君亦常通函
报告其所得，并撰文刊布。两君皆青年建筑师，历主讲席，嗜古知新，各有根底。就鄙人闻见所及，精心研究中国营造，足任吾社
衣钵之传者。南北得此二人，此可欣然报告于诸君者也。”

③１９３４年１月，梁先生在《清式营造则例·序》中特别指出：“我在这里要向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桂辛先生表示我诚恳的谢意，若没有先
生给我研究的机会和便利，并将他多年收集的许多材料供我采用，这书的完成即使幸能实现，恐怕也要推延到许多年月以后”。引自
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序［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１：２．

④《营造算例》经梁先生整理后，于１９３１年陆续发表在《汇刊》第２卷第１、２、３册上。１９３２年３月基本完成《清式营造则例》的图释工作。

继后，梁先生又将清工部《工程做法》、实例、匠师口述经验和之前整理的《营造算例》综括为《清式营造则例》一书，于１９３４年正式出
版。具体情况参见《汇刊》第３卷第１期（１９３２年３月）、第４卷第３、４期合刊本（１９３３年１２月）、第５卷第２期（１９３４年１２月）、第５卷
第３期（１９３５年３月）中的《本社纪事》。



作，也改由法式组进行修改、更新和扩展［１６］①。

这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成果，展示了清代建筑

工程古籍术书等方面的研究作为中国建筑史学

基础的重大价值和意义，为后来大量展开的实物

测绘提供了必要的“前理解”。由朱启钤先生指

导下的相关研究，形成了一种以工匠传统结合文

献和实物共同解读古建筑的研究方法。按照中

国传统营造学的特点，采用这种研究路线和方

法，在当时既是必然的选择，到现在也仍是一种

行之有效的途径。

四、大规模测绘及调查

在上述各方面因素的准备和促进下，学社具

备了实地考察的条件，确立了以调查、测绘明清

以前的建筑实例为主要目标，研究工作从单纯文

献研究开始转向与实物测绘相结合的模式，实现

了从“闻”到“见”、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变。

１．独乐寺测绘———研究方法初步确立

１９３２年４月，梁思成先生带领学社成员赴蓟

县测绘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运用现代研究手

段，获得很多单靠文本解读无法获得的认识。梁

先生在随后写就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

考》［１７］，归纳了这次研究的经历、方法与成果。该

文集科学的研究方法、精确的测绘图和严密的考

证于一身，深度分析了两座当时所知年代最早的

中国建筑。郭黛姮先生认为这次的活动充分证

明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实力，使中国人增强了民

族自信心，也削弱了日本人的气焰”［６］２４。

梁先生在独乐寺的研究过程中，表现出在之

前清代建筑研究“前理解”的基础上，实物与文献

相结合的极大优势。但是，由于此前对《营造法

式》的解读有限，理解未深，此次测绘研究也存在

一定的问题，例如“角柱生起”这个重要特征就曾

被忽略②。此事也让梁先生一直耿耿不能释怀，

后来他在１９３３年调查正定隆兴寺就特别注意了

这个问题［１８］，自此，“角柱生起”在早期建筑的研

究中开始受到重视。这个事例也切实证明了深

刻的文本解读对实物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而古

建筑测绘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难免错漏缺

憾，更需要不断的反复研究才能获得真知。

２．密集高效的测绘调查———研究方法渐趋

成熟

在完成独乐寺测绘后不久，同年６月，学社

成员又测绘了建筑年代稍晚于独乐寺观音阁及

山门的另一座辽构———河北宝坻广济寺三大士

殿，强化了对辽代建筑形制的认识；１９３３年４月，

对河北正定展开考察，首次涉及北宋木构；１９３３
年９月，前往山西大同调查测绘华严寺及善化寺

古建筑，对宋、辽、金建筑形成系统化认识③。此

后，学社逐渐明确了测绘调查、年代判断、分析总

结和行文体例等方面的研究理路，形成了科学系

统的工作程序，也成为其后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

“标准范式”。

自大同古建筑调查研究后至１９３７年６月，学

社在梁思成和刘敦桢二位先生的带领下，开展了

大规模的实物调查测绘，涉及山西、山东、河北、

河南、陕西、浙江、江苏等省④。在几年间密集高

效的实物调查与测绘研究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

大量的实物资料，更使学社成员对各时期的建筑

有了深刻的理解，对古代建筑文献特别是生涩难

懂的宋《营造法式》也有了鲜活的体认。但是，至

此发现最早的木结构实例仍是初期调查的独乐

３６第１期 　　　成　丽：中国营造学社测绘调查研究史述略

①

②

③

④

①这项工作因１９３２年以后的大规模测绘而暂置，直至１９５０年代，王璞子继承学社的研究目标，开始对清工部《工程做法》进行注释，由
王金榜和张中乂绘制补充插图，１９８０年完成全部注释工作，１９９５年《工程作法注释》正式出版。参见 王璞子．工程作法注释［Ｍ］．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５．

②刘敦桢先生后来回忆道：“在对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初测中，就未绘出生起，经朱启钤老先生根据《法式》提出，后来我和莫宗
江等五人再去测绘才予以修正。”引自 刘敦桢．中国木结构建筑造型略述［Ｍ］／／刘敦桢全集（第６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２００７：２２７．

③具体事项参见：文献［３］；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３卷第４期）．１９３２；本社纪事［Ｍ］／／中国营
造学社汇刊（第３卷第４期）．１９３２；本社纪事［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４卷第２期）．１９３３；文献［１８］．１９３３；梁思成，刘敦桢．大
同古建筑调查报告［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４卷第３、４期）．１９３３．

④具体事项参见：文献［１６］．１９３５；本社纪事［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５卷第４期）．１９３５；本社纪事［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６卷第２期）．１９３５；本社纪事［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６卷第３期）．１９３６；本社纪事［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６卷第４
期）．１９３７；文献［４］第８６－８８页。



寺观音阁和山门，而学社成员一直坚信国内肯定

存有唐代建筑。

３．佛光寺东大殿———“中国最古的木构”

１９３７年６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

堂等学社成员第四次入山西，到五台山展开调

查，最终找到了日本学者目睹、拍照、出版却仍不

能确认的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①，终于给关野

贞曾经妄下“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

一个亦没有”［１９］的结论以有力回击②。梁先生在

惊喜之中，也发出了“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

一旦于此得一实证”的感叹［２０］。

这次对佛光寺东大殿建筑年代的考证，主要

依靠形制和文献两个方面的证据（包括建筑形

制、寺内经幢、相关记载、敦煌壁画、樑底题字及

宛具唐风的书法样式等几个方面），表现出十分

娴熟的文献考证和年代鉴定的功力，典型如梁思

成、林徽因二先生凭藉一个供养人的雕像，通过

查阅其背景材料，对东大殿建造年代的精彩推

断。１９４０年，梁先生在《华北古建调查报告》中生

动的讲述了这次对东大殿年代鉴定的细节［２１］。

佛光寺唐代建筑的发现和研究，成为这个时

期学社实物调查测绘终结性的辉煌成果，这不仅

是当时发现的中国境内最早木构，其更大的价值

还在于为后来李庄期间构建中国建筑史基本框

架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４．昆明、李庄时期的工作———回溯与总结

在佛光寺研究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学社研

究的主力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

江等学者随西南联大离开北平前往西南后方，社

址定在云南昆明市郊外的麦地村兴国庵。朱启

钤先生留守北京，委托梁思成、刘敦桢继续领导

学社的研究工作，开展对西南地区的实地调查研

究［２２］７２。

自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０年２月，学社成员先

后到云南、四川、陕西、西康等地调查测绘③。发现

了众多不同时代的遗存，如汉阙、崖墓等以及建国

后被列为国宝的一系列早期建筑，此外还调查了大

量民居。这些工作弥补了先前单一地区研究的局

限性，也填补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的空白。

１９４０年，学社又因时局辗转至四川宜宾的李

庄镇。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的艰苦努力下，

调查研究及服务方面，仍极力不使中辍［２３］。学社

成员罗哲文先生回忆当时在经费极度紧张的情

况下，实物研究仍是重要工作之一［２４］。后来，在

实物研究日渐困难的情况下，结合在西南地区的

新发现，学社开始系统整理以往的成果，展开理

论研究并予以提高升华，如注释《营造法式》、撰

写《中国建筑史》等。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及１９４５年１０
月还出版了著名的《汇刊》第７卷第１、２期，刊出

此前实物调查研究的成果。学社末期还编写了
《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全国重要建

筑文物简目》，不仅成为特殊时局中的学术研究

成果，也是建国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文物普查和

古建筑修缮保护的先声。

１９４６年，在客观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大

规模的古建筑调查测绘及研究工作即告停滞，机

构建置也日渐式微。限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外

因以及学社成员离散和研究发展趋势等内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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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①关野贞、常盘大定撰１２卷本《支那文化史迹》，其中收入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照片，却不能知其为唐代建筑。参见文献［６］第３页。

②事实上，伯希和在１９３１年为《敦煌图录》所写的书评中提到有敦煌宋代窟檐，已经推翻了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所认定的中
国木建筑没有比１０３８年（指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更古的建筑。梁思成先生则在《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中继续
探讨了敦煌宋代窟檐“唐式”形制的问题。参见 梁思成．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３卷第４
期）．１９３２：１２４．

③详细工作及成果主要有：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９３９年１月，对昆明及其近郊１０市、县的调查，筛选出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共６８项，由
刘敦桢先生负责编写调查报告，梁思成先生根据调查资料编写《调查录》。《调查录》中的部分内容，后来由刘先生以论文形式发表，

有《云南之塔幢》（见《汇刊》第７卷第２期，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云南古建筑调查记》、《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部分）、《丽江县志稿》（见《刘
敦桢文集》第３卷，１９８７年）。此外还有刘致平先生撰写的《云南一颗印》（见《汇刊》第７卷第１期，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梁先生撰写的《调
查录》后来冠名以《西南建筑图说（二）———云南部分》收入《梁思成全集》第３卷。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９４０年２月，调查四川和当时西康省
的３１个市、县，从中筛选出重要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１０７项，由梁思成先生整理成《西南建筑图说》，该成果限于当时条件未能出
版，其中一些内容，后来由学社部分成员以论文形式发表，计有：莫宗江《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卢绳《旋螺殿》（见《汇刊》第７卷第１
期，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刘致平《成都清真寺》（见《汇刊》第７卷第２期，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刘敦桢《川、康古建筑调查日记》、《西南古建筑调查
概况》（部分）、《川康之汉阙》、《四川宜宾旧州坝白塔》（见《刘敦桢文集》第３卷，１９８７年）、陈明达《汉代的石阙》（见《文物》１９６１年第１２
期）。２００１年《西南建筑图说（一）———四川部分》收入《梁思成全集》第３卷。



社最终解散，后来一直没有得到恢复［２２］８４－８７。

五、结　语

自１９３２年国人首次以现代测绘调查等研究

方法对独乐寺辽代建筑展开研究以来，至今已有

八十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朱启钤先生首先

从对中国营造学的整体观照着眼，成立学社为专

门学术研究机构，并竭力网罗专业人才，引入现

代科学方法，将文献与实物研究密切结合，对中

国古代建筑展开大规模的调查测绘，也由此发现

并记录了大量重要的古代建筑遗构，揭示其演变

规律及成就，确立了古代建筑研究的科学体系，

创立了中国建筑史学及其治学方法，同时完成了

文物保护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建构，为中国建筑史

学和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建国后，以国家文物单位和高等院校古建

筑测绘教学为主的研究力量，在继承学社研究方

法和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将其开创的古建筑实物

调查及测绘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无论范围、类型、

数量和深度，都超过了学社时期。

八十年来的对古建筑实物测绘的不辍研究，

使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体认不断深入，研究

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误区和弊端，也逐步得到修

正。但必须指出的是，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都是

时代的积累和学者个人学力的反映，并不是所有

的成果与方法都处在当今学术前沿，有些是前一

时期的前沿性研究，在当时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

知识与方法，同时也构成了现在的认知基础。因

此，古建筑调查及测绘研究需要不断的对研究方

法和学术思想进行回溯和反思，对既有研究成果

进行补充和重新挖掘，使研究活动及成果的非终

结性成为基本共识，才能在更为客观的基础上促

进中国建筑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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